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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上外来流动穆斯林群体的精神生活 

——关于上海周边区县伊斯兰教临时礼拜点的考察与反思 

葛 壮 

摘  要：目前沪上临时礼拜点所具有的共同特征，表明了流动穆斯林群体构成的民族性和职业的相对单一性；而相关设施

的简陋和局促，暴露出相应的弊端和隐患。至于缺乏政府认可的特点，又随时令这些临时礼拜点面临遭到取缔的可能性。近年

来上海市伊斯兰教发展的轨迹和变化主要有重心转移、反客为主、外宾渐增、社群之别、遍地开花等情况。而由西北各省来沪

的流动穆斯林融入都市主流社会后，在文化适应、城市管理、子女教育、宗教信仰、社会维稳等层面上的隐患有待消弭。了解

都市伊斯兰教文化在嬗变过程中衍生的社会现象，以及探索在管理实践中妥善地处理好问题，能更好地促进当前经济社会的发

展及维护社会的稳定。 

关键词：流动穆斯林；精神生活；临时礼拜点 

中图分类号：B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1)10-0148-10 

作者简介：葛壮，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上海200020) 

作为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后，上海地区各区县除原来有户籍、且主要以回族为主的穆斯林居

民之外，连续不断地从我国西北地区涌入大批的外来穆斯林流动人口，与约7万多有户籍的上海本地穆斯林相比
①
，外来入住上

海的西北各省穆斯林数量成为构成本市穆斯林群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除了市区以外，目前居住于市郊各区县的这些

外来穆斯林，在各所在区县的穆斯林人口比例上占有相对的优势，其中且多以从事清真食品行业，尤其是经营西北风味的拉面

馆为主，这些散布于全市各区县的西北少数民族穆斯林中大多为回族，也有部分为撒拉族和东乡族群众。该流动社群基本上都

是在开发大西北的历史过程中，因为国家实行“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的政策缘故，而在当地政府的鼓励下，离开农业人口过

剩的家乡，来到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开始了新的生活尝试。 

对外来流动穆斯林及伊斯兰教在本市各区县的发展状况进行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的全方位研究，关注相对处于社会边缘的该

群体在大上海的生存状况，包括对其精神生活层面的现状加以了解，本身也是因应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2010年3月以来，我们

开始了对本市一些区县近年来出现的一些临时性宗教礼拜场所的调研，期间走访嘉定区、浦东新区惠南镇、金山区、闵行区、

宝山区等地，与当地干部群众开展座谈与接触，包括到西北来沪穆斯林所经营的拉面馆，实地前往观察了他们平时主麻礼拜的

临时活动场所，听取了当地主管部门的干部介绍情况，也直接与在流动穆斯林群众中具有较高威信的西北籍阿訇、部分拉面店

业主们进行了交流，对上述走访之地区在宗教礼拜场所方面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形成了一定的认识。本文通过阐述沪上流动

穆斯林临时礼拜点特征，来揭示都市伊斯兰教文化在嬗变过程中衍生的社会现象，以及外来流动穆斯林融入都市主流社会的问

题及隐患，探求如何在管理实践中妥善地处理好所面临的问题，以期更好地促进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及维护社会的稳定。 

                                                        
①
收稿日期：2011-07-08 

根据上海市民宗委等主管部门提供的数据，目前上海有户籍的本地各族穆斯林共有 73953 人(截止到 2009 年 12 月 31 日)；有

居住证的各族穆斯林则有 25574 人，二者相加接近 10 万，若加上没有居住证的，以及每日进出上海的外来穆斯林，数量更为

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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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上海周边区县内伊斯兰教临时礼拜点的特征 

近代上海地区自1843年开埠以后伊斯兰教发展的历史表明，在这座五方杂处的移民都市里，由江苏、山东、湖北、河南等

省迁入的穆斯林基本上构成了本地穆斯林社群的主要来源，出于履行宗教功课，以满足宗教生活的需要，在穆斯林聚集的地段

逐渐建起了清真寺，截止到1949年上海解放之际，除了元代至正年间建起的松江清真寺外，上海市区内陆续出现了20余座规模

不等的清真寺，以后历经岁月的磨砺和社会的变迁，十年文革结束及改革开放后，党的宗教政策得以贯彻落实，可以提供穆斯

林进行礼拜的清真寺从全市范围来看，总共有松江、小桃园、沪西、福佑路、浦东、景星路、清真女寺等7处。这个7坊格局，

直到跨入新世纪门槛后，也都始终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外来流动穆斯林的大量进入，尤其是以西北青海、甘肃为主的各族穆斯林来上海经营清真

拉面馆生意者居多，作为偌大一座国际化都市，上海原本在清真寺布局、数量方面所存在着的明显不足和匮乏等特征，也就愈

加突出地显露出来。而对于那些居住在市郊周边区县的外来穆斯林来讲，这方面引起的不方便尤其明显。例如，为进市区清真

寺来参加每周一次的主麻礼拜，郊区的穆斯林花在路上来回奔波的时间，往往需要几个小时，如金山区的穆斯林去市里参加主

麻聚礼，来回要花5个小时以上，公交车费约需20元左右。 

近年来城市道路堵塞的问题十分严重，按照嘉定黄渡一个拉面馆老板马进奎的说法，“为了赶时间，在交通阻塞的时候，

我们往往要骑着电动单车连闯几个红灯”，尽管知道这样做也有损穆斯林的形象，“会让别人误以为我们穆斯林就是一些不懂

遵守交通规则的人”，但路程太远带来的不便，以及担心影响礼拜时间，是让他和同去参加礼拜的穆斯林不得已而在马路上违

反交通规则而闯红灯的主要原因。类似这样的情况，从我们调研的情况来看，是很普遍的。同时，由于来沪谋生的穆斯林经济

本来就不怎么宽裕，根据我们的了解，个别住在闵行区的穆斯林为了节省公交车的车钱，会在每周五，大清早就徒步从闵行赶

到沪西清真寺来参加主麻礼拜，其教门之虔诚，固然令人叹为观止，但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之大，也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 

正因为目前在各周边郊区县生活与打工的穆斯林群体规模日渐增大，市区现有的7坊清真寺不仅在规模上越来越适应不了数

量激增的外来流动穆斯林群众的需要；更由于路程距离太远和城市交通困难的状况加剧等实际情况，给居住于市郊周边区县的

外来穆斯林群众带来了极大的不方便。从某种程度上讲，近些年本市一些区县陆续出现规模不等的临时礼拜场所，就是信教群

众要参加主麻聚礼的宗教生活需求以及因地制宜就近解决礼拜地点的愿望，在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群众自发地将之

付诸行动的结果。虽说有悖于现行的宗教事务条例，但各区民宗办等部门具体负责人员在面临此类事情的操作上也是十分为难

的。根据我们的初步了解与掌握的情况，目前除了在金山的临时处所得到相关部门的认可外，奉贤、宝山、崇明、嘉定、浦东、

闵行等区县，都有尚未正式得到民宗办批准但事实上在被使用的临时宗教礼拜场所。从我们在面上考察到的基本情况看，上述

这些地区的临时礼拜活动点大致存在以下几个共同特征： 

其一、前来参加主麻聚礼的几乎都是来自西北地区的外来流动穆斯林。 

不管是平日的“五番拜”，还是每周五的主麻聚礼，包括每年斋月期间的“特拉威哈”礼拜等宗教活动，除个别外国穆斯

林闻讯经过有前来参加礼拜的，基本上没有本地户籍的穆斯林居民参与其间。此种礼拜者 “清一色”全由外来流动穆斯林所构

成的状况，与市区内的各清真寺(包括松江区在内)中虽以外来穆斯林居多，但多少也夹杂着一些本地穆斯林的情形相比，存在

着显著的差别。 

其二、来临时礼拜点进行宗教活动的外来流动穆斯林中，绝大多数是从事清真拉面馆生意的业者。 

他们中有当店主老板的，也有干活的小伙计。此与西北籍穆斯林来沪后绝大多数经营的生计为拉面馆有关。考虑到伙计招

呼生意和店内营业的需要，平时前往参加主麻聚礼的，一般以年龄稍长的从业人员居多，有的就是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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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在临时礼拜点参加宗教活动的都是回族或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的穆斯林。 

沪上及周边郊区县的维吾尔族或其他突厥语系的穆斯林民族如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

一般不会去这些临时性的礼拜点，他们主要是到市区的各个固定的清真寺去满足自己的宗教生活需要。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的区

隔意识，在这里也表现得比较明显。 

其四、临时礼拜点大多设在比较简陋的租赁民宅中，有的更是直接与拉面馆在同一幢建筑里。 

面积不大，条件较艰苦，如宝山杨行一处临时礼拜点，就是根据原来所租的屋子屋顶较高，老板马立克就自己花8000元请

人搭建出来一个“假三层”的阁楼，成为其家和关系较近的几家亲朋好友做礼拜的场所。就我们调研中接触到的这些临时礼拜

点而言，一般清真寺应有的设施，诸如水房、教长室和会客处等，基本上都付诸阙如。 

其五、临时礼拜点事实上已成为所在地区外来流动穆斯林的精神家园和聚居中心。 

2008年3月6日金山临时礼拜处所暂时得到政府认可后，该固定处所的墙上，就挂有一面写着给“金山石化清真寺”的祝贺

锦旗，上面写着“宣扬古教，任重道远”八个大字，落款是“闵行老街者嘛提”
①
。这说明，传统的那种“围寺而居”的寺坊即

教坊意识，在西北来的流动穆斯林中还是挥之不去的观念，即便现代化城市改造的冲击波将过往的清真寺周围回族居民点相对

密集的格局完全打破，可一旦穆斯林有了自己可以过主麻聚礼的场所，哪怕简陋如斯，只是拉面馆上的阁楼，也都被前来参加

宗教活动的穆斯林群众视为心目中的精神家园。 

其六、缺乏到位的管理和有效的教务上的指导及相关的社会帮助。 

这是因为这些临时礼拜点的“非法”性质，尚未得到市、区县各级民宗办部门的认可与公开地准允，如闵行区一家拉面馆

的三楼存在的临时礼拜点，甚至都未列入该区民宗办部门的“法眼”，主管部门对外不愿承认该临时礼拜点存在的客观事实，

遑论对其进行管理和领导了。在这种情势下，本市伊斯兰教协会也无从插手，从而谈不上对上述这些各区县业已存在并举行宗

教活动的场所提供任何有效和必要的指导；地方上的少数民族联合会等社会团体对之当然也不能提供更多的有益帮助，也只有

任其自行其是、自生自灭地发展，其结果必然会生发一定的负面效应。 

上述这些临时礼拜点具有的共同特征，清晰地表明了参与宗教活动者群体构成在民族上和职业上的相对单一性；而它们在

相关设施上的简陋性和局促性，也暴露出相应的弊端和隐患。至于其本身存在的“非法性”，即缺乏政府部门认可的法理依据

这一“硬伤”，又随时会令这些大小不一的临时礼拜点面临着遭取缔的可能性。由此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与都市伊斯兰教文

化在城市改造进程中发生历史性嬗变时所衍生的社会现象也是紧密关联的。 

二、都市伊斯兰教文化在嬗变过程中衍生的社会现象 

自1843年开埠以来，带着“五方杂处”、“客籍多于土籍”特点的上海移民社会，在吸纳外来流动人口的过程中，其自身

城市文化的特质也自然而然地发生着变动，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启动的社会改革以及随之发生的社会转型，加大和加快了

城市改造的步伐，而外来流动穆斯林群体从上世纪末期以来的陡然增加，客观上也令原来固有的与城市穆斯林社群直接相关的

都市伊斯兰文化所产生的嬗变不断地提速，最典型的就反映在传统的“围寺而居”模式的消解：旧城区的动迁改造，令城市原

有的穆斯林社区面目全非，有的传统回民居多的街道格局更是荡然无存，位处普陀区的沪西清真寺为周围非穆斯林占绝大多数

的居民商品住宅楼所环伺的情形，就是一个显例。近年来上海市伊斯兰教发展的轨迹和变化特点有如下述： 

                                                        
①又译作“哲玛提”，该词为音译，意思是教坊，指以一个清真寺为中心形成的教区，辖管周围穆斯林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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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之一：重心转移。 

在市内原有清真寺不合理的布局未发生任何变化的情况下，更多穆斯林的礼拜选择的场所以相对靠近周边区县的清真寺为

主。居于市区中心地段的清真寺，在礼拜者数量增加的势头上，远不如沪西清真寺和浦东清真寺。 

在市区范围清真寺所处地理的位置上，还呈现出“东多西少、南密北疏”的分布格局。如仅仅一个黄浦区，就拥有福佑路

清真寺、小桃园清真寺及清真女寺三处宗教活动场所；而东部若是加上浦江对岸源深路上的浦东清真寺，以及面积甚小的弄堂

型房子——沪东北杨浦区的景星路清真寺(该寺已拆迁，2010年6月由新江湾清真寺所替代)，整个市区的东边就共有5坊清真寺，

相对应的西边市区也就仅有沪西清真寺而已。 

这样的结构，与偌大的国际化都市上海的形象很不协调，因为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同样带动了上海周边各郊区县面貌的巨

大改变，而主要由大西北青海、甘肃等地流入大上海地区的外来穆斯林群体，既有在各主要街道马路上租房开店，以经营清真

拉面为主的；更有不少因地段、租金便宜、投亲靠友等多种因素考虑而直接选择落脚于市区周边的宝山、闵行、嘉定及今属浦

东新区的南汇、川沙一带，包括更远的松江、奉贤、金山、青浦和崇明等地的城区或热闹的村镇，并在这些地方从事清真饮食

的行当。而他们履践宗教功课的场所，主要是指每周五完成主麻聚礼的地点，也因分布地区距离的关系，很多郊区外来的流动

穆斯林首选的基本上是沪西清真寺或浦东清真寺，这也是近些年来，位于市区更中心的小桃园清真寺、福佑路清真寺和本市唯

一的提供穆斯林妇女礼拜的清真女寺这三座清真寺礼拜人数的总和，都只及沪西清真寺礼拜人数的一半，甚至还没有浦东清真

寺人数多的原因。 

历史上福佑路清真寺和小桃园清真寺都是近代开埠后率先发展起来的上海老城厢中的清真寺。前者始建于1870年，在上海

老回民中有“北寺”之称，又名“穿心街回教堂”，长期以来曾享有不可撼动的上海穆斯林社区中心的历史地位。从中国最早

的上海清真董事会到后来的上海回教堂理事会，都曾在回民参加辛亥革命的清真商团的组建以及几次针对外界侮教案而展开的

护教斗争等重大事件上发挥过议事的指挥部作用；跻身于民国时期伊斯兰教著名四大经师之列的达浦生与哈德成两位大阿訇，

曾假小桃园清真寺(回民俗称“西寺”，始建于1917年)之地，开办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培养过诸如马坚这样杰出的回族学术

领军人物等，将近代上海的伊斯兰文化事业搞得可谓风生水起，从某种意义上讲，福佑路清真寺与小桃园清真寺完全算得上是

上海伊斯兰教的福地。 

然而，都市伊斯兰教文化在顺应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的城市改造过程中发生的嬗变，令往昔的伊斯兰教名寺风光不再，更

能发挥宗教凝聚力的场所也发生了转移。当年位于被市民称为“下只角”地段的沪西药水弄清真寺(今沪西清真寺前身，始建于

1921年)，以及在民国期间“平时进寺礼拜人数很少”
①
，1944年后还交由福佑路清真寺的上海回教堂理事会代管的浦东清真寺，

如今却水到渠成地变为沪上的伊斯兰教重镇所在。 

变化之二：反客为主。 

改革开放以后，上海本地伊斯兰教的发展虽也有很大起色，但从西北大开发后由外省流入本地区的流动穆斯林数量大增，

是近些年的重要现象。在教门上更加虔诚的该群体在上海伊斯兰教的宗教活动场所，与平时较少参加主麻礼拜的本地穆斯林居

民相比，西北各族穆斯林群体显然在进寺礼拜者的统计上，当仁不让地成为沪上穆斯林社区的新主体。 

根据表1反映的比例来看，近些年来，在上海的几次重要伊斯兰教节日会礼中，参加礼拜的大多数为在这个城市里没有户籍

的外来流动穆斯林群众，尽管外来流动穆斯林数量有较明显的逐步“下降”，但外来流动穆斯林群体的绝对总数，即包括新疆

维吾尔族穆斯林及西北青海、甘肃各省各族穆斯林都在内的群体，要占全市参加各坊清真寺会礼者总数的七成多，而本地穆斯

                                                        
①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上海伊斯兰教史作者为张志诚、葛壮、朱克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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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连两成都不到，即便加上来参加礼拜的外宾穆斯林(指持有外国护照的留学生、商人、旅客、在沪工作的外籍穆斯林)，其

数量也不到总数的四分之一。 

由于当前上海市伊斯兰教协会的管理层和各寺的寺管会成员中，毕竟以本地穆斯林乡老居多，当下各坊清真寺的宗教生活

现状，势必对伊协领导在相应事务上发挥正面或积极的影响力上产生负面作用，毕竟人多势众的外来流动穆斯林群体的存在，

虽有振兴教门的积极益处，但如此鲜明的“反客为主”的情况，也会带来直接的管理压力，相关主管部门和社会团体在开展日

常工作时的难度，自然也会更大一些。 

 

变化之三：外宾渐增。 

改革开放的30多年来，国门早就不再紧闭，上海迈向国际化大都市的步伐也愈加迅捷，大量外商企业和国外机构的进入、

各种精彩赛事和文艺活动的举行，尤其是2010年世博会在上海的兴办，更是吸引了大量的外商、学子及游客到上海生活、学习

和参观游览，其中也有不少来自伊斯兰教国度的外籍穆斯林，该群体数量呈逐年递增的趋势。 

上海世博会举办期间，外宾穆斯林数量有非常明显的增加。以2010年的圣纪日为例，这天正好是主麻日，来礼拜的外宾比

上年增加一倍有余。若再根据上海伊协提供的近三年各主麻日礼拜的情况来看，取2008年2月8日、2009年2月6日、2010年2月5

日这三个不同年份而同月的主麻日礼拜者情况来看，外宾穆斯林的数量分别是233人、262人和544人，而临近世博会开办的2010

年4月2日，外宾数量更达到600人。而且几乎相对集中地分布在福佑路清真寺、浦东清真寺和沪西清真寺三处，其实，福佑路清

真寺外宾居多的原因，除与其地理位置处在繁华路段外，也与原本近在咫尺的小桃园清真寺正处于维修期有关，这样不少原来

习惯到小桃园清真寺的外宾，一般都会就近改去福佑路清真寺。浦东清真寺也因处在浦东新区中心位置，便利于外籍穆斯林去

参加主麻聚礼而在统计数上居沪西之前。另如松江清真寺或景星路清真寺或是因为位处郊区，或是由于相对简陋偏僻的缘故，

在主麻日时鲜有外宾光顾。 

变化之四：社群之别。 

沪上都市伊斯兰教文化嬗变中还产生了一个很突出的社会现象，即在不同的穆斯林群体之间，尤其是本地与外地的穆斯林

之间，以及同属外地流动穆斯林群体的西北回族、撒拉、东乡等族穆斯林与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之间，也都是区隔得非常清楚，

从而形成了彼此鲜明、不相往来的社群区隔意识。 

近代上海的都市伊斯兰教在发展过程中，穆斯林之间也曾有过按地域的区隔意识，如江宁路清真寺曾有“山东老派寺”之



 

 6

称；而福佑路清真寺或小桃园清真寺基本上为江苏南京籍穆斯林乡老所管理；在沪西药水弄清真寺礼拜的穆斯林以河南、山东、

湖北和安徽的居多；景星路清真寺因主要为江苏淮阴哲合林耶门宦的穆斯林礼拜的场所，故有“苏北回教堂”的别称等。但也

仅此而已，历史上，上海的穆斯林社区基本上不太强调这种地域或教派上的区隔，彼此间保持了很好的互动。而自从上世纪末

日见增多的外来流动穆斯林社群出现于沪上以来，西北各省籍回族等族穆斯林群体、新疆维族穆斯林群体，乃至西北各省中还

按照地区分为青海化隆或甘肃临夏不同的社群交往圈子，尤以前者即来自于青海化隆的居多。不过甘、宁、青各地的回族、撒

拉族、东乡族、保安族(较少)穆斯林彼此芥蒂较少，而他们和新疆维族穆斯林群体基本上不打交道。 

变化之五：遍地开花。 

从上述表格中相关外地流动穆斯林即主要指西北各省来沪的回族、撒拉族、东乡族等群体情况来看，其去清真寺礼拜的数

量呈现下降趋势，而这恰与近年来周边各区县出现规模不等的临时礼拜点导致的分流状况是直接相关的：一方面，是沪上参加

清真寺礼拜的外来流动穆斯林比例下降；另一方面，是周边区县临时礼拜点业已呈现“遍地开花”的趋势。 

近年来外地来沪的流动人口数量始终未见减少，其中当然也包括来上海投亲靠友和租赁门面开拉面馆的西北各省穆斯林，

可上述表格的数据却显示，这一群体从最先在2008年开斋节会礼参加者中占59.83%(9452人)，到2009年开斋节中占58.24%(6415

人)，以及在2009年的古尔邦节(即“宰牲节”)中只占55.61%(6939人)，其比例的下降并非该群体有人回原籍而导致参加会礼的

绝对人数减少，原因只有一个：原来生活在周边区县，并到市内参加会礼的外地流动穆斯林(不含新疆维族)，很多人在这两年

已经就近选择在所住地区的临时礼拜点举行会礼，我们所走访的嘉定黄渡及南汇惠南镇等地的穆斯林乡老或领拜的阿訇也都印

证了这点，此类现象如同面团发酵一样，其产生的类似效应还在发挥作用，周边区县的临时宗教礼拜点甚至有向家庭化、小型

化发展的趋势，我们在宝山和闵行等区所见到的搭建在拉面店楼上的那种不规范的场所，今后完全有可能如雨后春笋一般“遍

地开花”，从而构成对城市现有的传统的“哲玛提”向心型穆斯林社区文化的巨大冲击。上述与都市伊斯兰教文化嬗变相关的

社会现象，就是外来流动穆斯林在设法融入都市主流社会过程中带来的挑战。 

三、外来流动穆斯林融入都市主流社会的问题及隐患 

主要来自西北农村地区的淳朴穆斯林，在初来乍到，面临融入城市的当口，尤其是像上海这样已在很多方面具备了国际化

大都市元素的主流社会时，除了与原住地的经济处境和条件截然不同以及与有户籍的城市居民社群在个人物质需求上的强烈反

差及悬殊之别外；过去主要干农活的外来穆斯林还都不可避免地会遭逢生活习惯与文化习俗上的迥异所带来的尴尬；更会因观

念意识上与城市居民的大相径庭而产生困惑及无奈，由此也会生发一些社会矛盾甚至是较为激烈的人际冲突。这些社会问题可

从几个层面反映出来： 

一是文化适应层面上的矛盾不断凸显。 

外来流动穆斯林来沪的方式比较雷同，即通过寻亲靠友结伙地举家辗转迁徙到上海，但凡抵达上海目的地，便有原籍亲友

出面来接济照拂，或安排在自己所经营的拉面店中打工干活，或干脆由新来者自家借贷盘店开张。门面一般都很小，但租金也

就相应低廉便宜，经济上负担不致太重。林立于沪上市中心和周边区县各街角路边镇口的清真饮食店铺，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

南来北往的穆斯林对饮食生活方面的需求，填补了上海在都市化进程中留下的缺憾和不足。 

如开在高校社区周围街道上的拉面店或清真饮食饭馆，可直接解决外地或外籍穆斯林学子原来因为宗教习俗而犯愁的清真

饮食上的问题。同时也为数量更多的非穆斯林人群提供了相对适宜可口，且价格相对低廉的民族快餐食物。这也是清真拉面馆

能像雨后春笋般出现，一般也都还能维持正常的营业收入的主要原因。不过，灯红酒绿的都市生活，大千世界的世俗氛围，都

会令西北来的穆斯林在短时期内难以适应，与城市居民沟通上存在的隔膜一般很难去除，即便在面对有着相同信仰的本地穆斯

林乡老，外来穆斯林也多喜欢根据自己的原籍或亲疏程度，自动形成对外封闭性强，对外界排拒性亦强的外来穆斯林社群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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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一旦外来穆斯林在日常生活中，与外界其他社群发生口舌之争或其它矛盾，由于彼此缺乏了解，动辄就会令事态的严重度

迅速升级，从而给社会造成外来穆斯林很容易惹事生非的印象，其实有很多就是出于争执者双方彼此或是在文化上的不适应，

或是抱有倾向性的成见，以致形成误解。 

二是城市管理层面上的难度陡然提高。 

正由于外来流动穆斯林群体生活的状态相对闭塞，无论是市区街道社区还是郊县村镇，该流动群体在某种程度上很有可能

形成城市管理与社区文化建设中的盲区或死角。之所以会存在这样的状况，与绝大多数城管部门人员及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对

有关民族和宗教工作的相对陌生是分不开的。因为相对佛、道教等传统宗教而言，伊斯兰教有其自身强烈的特殊性和民族性，

尤其是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很多问题相互关联，既可能是民族问题，也有可能与宗教问题直接有关。面对这样的复杂

又敏感的情况，鉴于本地各基层的管理者或社区工作人员在客观上对外来穆斯林群众基本上都缺乏全面的了解，大多数人根本

不具备这方面的普通常识，作为管理人员，他们与被管理的外来穆斯林之间，同样也存在着一定的隔阂与偏见，更谈不上信任，

在处理日常问题时就很容易引发误解和矛盾。 

近些年来，长三角地区及上海频频发生外来穆斯林与城管人员之间的纠纷事端，城市管理的难度之大，于此可见一斑。除

了文化背景上的复杂以外，外来穆斯林群体本身的分散范围大和流动随意性强的活动特点，也是令城市相关管理部门头疼犯难

之事，现下上海周边区县出现的临时礼拜点问题，也是之前从未冒出过的宗教方面的状况，如何在按现行宗教条例办事和怎样

人性化地解决外来穆斯林的精神生活需求二者之间摆正好关系，从操作上来说，确实存在着很大的难度。 

三是子女教育层面上的问题开始浮现。 

随着外来穆斯林落脚于沪上，开始其家庭正常生活之时，穆斯林子女的受教问题和相应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也会接踵而至。

从2009年初伊始，穆斯林家庭中的学龄儿童也可被一视同仁地接纳为沪上各类学校的学生，但根据我们的调研显示，往往那些

教育质量上乘，设施硬件齐全，师资队伍整齐及生源优良稳定的重点好学校，还是与经济财力、社会人脉关系上一般都要逊色

于城里人的外来穆斯林无缘的。此外，即便是一般类似于市区城郊结合部地段的民办打工子弟小学，校方所规定的学生家长每

月须缴纳的数百元伙食费、学杂费等，也让开清真拉面馆的家长们感到难以为继，在权衡了心理承受度与对子女未来的期望值

之后，有的自身只有小学程度的家长竟然明确表示，不会再让自己的孩子读下去了。至于外来穆斯林子女在学校里没有合乎教

法的清真食物供应等问题，目前更是难以一步到位地完全解决。不过，诸如校方不强求穆斯林子女搭伙，而是准允其带饭，有

的还提供微波炉以帮助孩子加热从家中带来的饭菜等做法，也是这方面业已实施人性化措施的初步尝试。 

四是宗教信仰层面上的压力日见加大。 

与原来沪上有户籍的穆斯林居民相比，绝大多数外来流动穆斯林不论各自的层次高低或财力多寡，甚或年龄上的迥别，其

宗教信仰都表现得相当虔敬。外来的穆斯林除坚持每周五参加礼拜外，每年斋月来临，绝大多数会“把斋”，即便那些靠打工、

做生意来谋生的一般外地来沪穆斯林，也非常自觉地恪守教门。 

做好宗教功课，是许多外地来沪穆斯林十分重视的行为准则。只是人数上绝对占优的外来流动穆斯林群体的存在，无形中

也给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宗教信仰层面上的压力。至少对以本地籍穆斯林居多的市伊协成员和各坊寺管会人员来说，在提高自

身宗教修为方面，也会较过往更为自觉。至于现下尚属非法性质的沪上周边区县各家临时礼拜点能否批转为固定处所的诉求，

更直接给民宗委等政府主管部门出了相当棘手的难题：若是简单地加以取缔，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而有意地否认其存在，只是

出于蒙蔽上级的权宜之计和粉饰“政绩”的做法，更无可取之处。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城市改造步伐加大，加上外来流动穆斯

林群体中愈来愈多的人员及家庭选择不再流动而是“沉淀”下来，今后类似压力只会加大而不是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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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社会维稳层面上的隐患有待消弭。 

散布在全市各地的清真拉面店已逾两千多家左右，其中从业者基本上已经按照原来的籍贯组成了自己的联系网络。我们在

调研中也看到一些拉面店还另行辟建了房间来充任临时礼拜点的功能。考虑到这些有着特殊性质的场所进出的人物难免会鱼龙

混杂，容易形成与社会维稳网络没有勾连的漏洞，这种管理上的死角很容易生发社会的隐患。同时，近年来西北各省来沪谋生

的流动穆斯林群体因各种因素而与城管、非穆斯林或者该群体自身中发生龃龉而滋事生非的冲突事件也时有发生，一个很重要

的现象，就是他们往往喜欢聚众对付与外界的冲突，而他们议事的场所或者宣泄情绪的地点，往往就有可能选择这种带有特殊

凝聚群体作用的临时礼拜点，一些原来在西北原籍就有“开学阿訇”资格的人，在群众中的作用常常是举足轻重的，这也是我

们不得不正视的客观事实。 

宗教教派问题上的隐患也值得考虑。近代上海伊斯兰教的发展历史表明，类似西北甘、宁、青地区宗教教派门户之争，对

立双方势同水火的局面始终没有出现过，尽管杨浦区有过从江苏淮阴等地传入的哲合林耶教派，并建成了景星路清真寺；在沪

西地区也有从山东等地传入的“格底木”(老教)教派及江宁路清真寺，但地域意识浓则浓矣，大家还都是相安无事，不同教派

的穆斯林之间的互相协助更被引为美谈。在遇到外界侮教案发生时，也是群起响应，一致对外。 

然而近些年来，去本市各清真寺做礼拜的外国籍、国内不同省籍的穆斯林明显增多，不同教派的都有，一些外来的穆斯林

会拘泥于自己原来的教派观念，而不习惯于沪上的宗教氛围。同时，本地有户籍的穆斯林乡老，大多觉得外来穆斯林的文化素

质不高，认为他们遵纪守法的意识也差，故此颇有微词；而来自浓郁教门环境的西北穆斯林，只要谈起江南一带本地穆斯林的

信仰淡薄现象，有做摇头否定状者，也有面露鄙夷之色者，更有个别来自西北的穆斯林，还会对本地清真寺教长所讲的“卧尔

兹”不以为然，此现象必须引起重视。因为制止不同教派之间的歧异扩大，有助于不同籍贯或民族的穆斯林彼此之间维持团结

和社会的稳定，与城市治安秩序的维护问题也是密切相关的。 

四、与伊斯兰教因素相关的社会冲突及有关应对反思 

我们认为，与伊斯兰教因素相关联的社会冲突，主要当有以下几类： 

首先，与宗教礼俗相关。 

在日常生活中，倘若发生或遭逢到不合乎“沙里亚”(伊斯兰教教法)规定，属于“哈拉姆”(被禁止及要受到惩戒的行为)

范畴的事情，非穆斯林一般不会感受到穆斯林看待此类事情的态度和严重性，前者言语之间有意无意的轻慢，亦会直接招致后

者的反感甚至生发敌意，这需要加以注意，尽量避免触犯相关的宗教禁忌，如在有的明确标示清真食品的场所，出现非穆斯林

喝酒、吃猪肉包子等无知行止，会直接伤害到穆斯林群众，从而酿发冲突。我们在闵行老街调研时发现，清真拉面馆居然紧挨

着营销猪肉骨头汤的店铺，两只炉子紧靠在一起，来自甘肃临夏，教派属于花寺门宦的老板对此也很无奈。另外在宝山杨行的

一家清真拉面馆里，我们竟然看到有顾客在等候拉面时，还吃起了从外面买来的猪肉包子。我们向顾客指出，这样是违反店里

贴在墙上的清真食品店规的，可那两位汉族小伙子表示无所谓，说他们常常这样，一边等候吃拉面，有时就会食用自己从外面

带进来的“大肉包子”云云。看样子，作为熟客，他们有如此举止，也不是头一回了。不过，这样的事情如果多了，终究难免

会引发矛盾和冲突。 

其次，与宗教活动相关。 

随着都市国际化的程度加深，来上海的中外穆斯林数量激增，各宗教活动点的礼拜人数也将急剧上升，对相关宗教功课的

履践中有关设备如水房的不到位，或过分简陋引发的不满；对相关清真寺管理人员的行止或阿訇的宗教学识的高低评头论足；

乃至本地与外来流动穆斯林之间，在各自的社会行为表现上或教门的优劣上进行对比而引发的争执等，也都会引发矛盾。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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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的外籍穆斯林群体甚至有可能在现有清真寺或政府部门指定的临时礼拜场所外，自行组织进行不合法的宗教聚礼活动。一旦

主管部门出面取缔，也会造成事端。至于目前周边区县那些尚未被认可的临时礼拜点，更随时可能出现状况。 

例如，南汇惠南镇的临时礼拜点的租期马上就到了，房东不愿再续约，这让当地的领拜阿訇特别着急，他频频联系有关部

门、社会团体以及调研人员请求帮助。并专门写了要求在惠南镇设立伊斯兰教礼拜场所的申请等，他称自己代表了惠南镇、祝

桥镇、盐仓镇、东海镇、东海农场、朝阳农场、中港镇、书院镇、黄路镇、大团镇、新场镇、六灶镇、三灶镇、航头镇、泥城

镇、川沙六团、川沙八灶、临港新城、芦潮港等地所有清真拉面馆从业人员和外国穆斯林友人，落款也是该地区的“全体穆斯

林”。面对这些诉求，若不妥善处理解决，恐将影响上海的城市形象和相关大型社会活动的安全运行。 

再次，与宗教渗透相关。 

来沪的外籍穆斯林中也会有专门的教职人员，他们有可能在城市中散发国外印制的经书或宗教宣传品，其内容亦会迥别于

国内伊斯兰教界人士的讲道，这既会造成不好的影响，也会因宗教上可能出现的歧义而在穆斯林之间制造对立。此外，由中东

或其它伊斯兰国度回国的海归人士，或在外商公司供职的华裔穆斯林，也有可能彼此间形成相互联系的网络，他们可能会在国

内各种网站、个人博客或相关刊物上撰写文章，阐发自己在国外期间或从外籍穆斯林那里接受的一些宗教的激进观点，从而发

散着不利于国内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随着中外来往人员的频密度增大，将有可能令境外宗教渗透的强度达到相对的历史峰值，

也不能排除由此突发的宗教事件发生。对此须有充分的认识。 

最后，与民族问题相关。 

对一般牵连到相关民族的社会事件，即便看似很小，也不可掉以轻心，有道是“风起于青萍之末”，必须防止肇事者有意

将之转为和民族宗教相关联的重大冲突事件。同时也需注意敌对势力故意利用上述生活习俗或宗教方面的歧义等社会摩擦来破

坏我们的社会稳定秩序。我们在浦东新区调研时也了解到，当地民宗办同志对此有很清晰正确的认识，他们强调倘若让临时礼

拜点成为政府认可的固定的暂时处所，前提也必须强调不是单一民族性质的，应当是包括新疆维族穆斯林群众也能参加宗教活

动的场所。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其题为“中国面临三大宗教困境”的文章中指出，中国有关当局对相关宗教的发

展“应当说是有清醒认识的”，“但在行动方面，除了一些相当无效的控制手段之外，从宗教发展角度来说，是采取回避问题

的态度的。很显然，回避终究不是长远之计。不当的压制和控制反而会导致激进化，增加政府和宗教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社会

的发展要求适时和有效的宗教政策。例如采取有效的开放和鼓励发展宗教政策，才能控制和减少邪教的空间”
①
。确实，放任这

一类临时的非法礼拜点存在，或“掩耳盗铃”地采取不承认的态度来粉饰政绩，或是在行政上不作为，都是不负责任或自欺欺

人的错误行止。在闵行老街调研时，我们看到墙上所挂的给该礼拜点捐款的人员名单，社会各类单位包括高校学生都有，这样

交结宽泛的宗教社会关系网络必须受到相关部门和社会宗教团体的掌控，而不是一味地回避或否认。这也可以有效地杜绝境外

别有用心的宗教势力对境内的渗透和影响。 

我们以为，面对如今城市宗教活动分散化，如只是一味地被动应付，只会增加社会管理的成本。若需提高可从以下几个方

面进行尝试： 

1、吸收外地现有的成功管理经验。 

如根据南京民宗委负责伊斯兰教的同志介绍，他们就将外来的西北省籍流动穆斯林中有影响的人士找来，成立专门的“西

北工作联络组”，但凡有事，先找这些外来流动穆斯林中的“头面人物”来商议解决。可以考虑为这些人在各区县的社区街道

                                                        
①郑永年：《中国面临三大宗教困境》，新加坡《联合早报》2009 年 11 月 24 日“言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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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的类似少数民族小组等机构中安排位置，遇事可以发挥其正面的社会影响力。 

2、开辟更多的与穆斯林沟通渠道。 

这对获得相关信息，以及让外来流动穆斯林的某些愤懑情绪得到宣泄释放，从而防止恶性事件的发生来说，绝对有益无害。

我们在调研中接触到的外来穆斯林，大多善良温厚敦朴，而且非常好客，待人诚恳。一般而言，对来自政府部门包括少数民族

团结联合会的帮助，他们也是很感激的。如惠南镇的少数民族联合会在这方面就发挥过很正面的作用，据当地的杨会长(回族)

介绍，他们曾出面向临时礼拜点赠送了三十几条地毯，在房屋租金上也提供过资助。常言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双方

彼此间建立起较长期的相互信任友好关系，本身就是社会和谐的生动写照。 

3、在郊区适当增设一两处清真寺。 

以因应穆斯林人数急剧增加的实际情形和满足该社群的宗教生活需求。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对上海不断向国际化大都

市迈进的过程中，却在相应的宗教场所布局上几十年不变的不协调状况的一种矫正；适当地增设伊斯兰教网点，同样有利于各

宗教彼此得到更为均衡的发展。 

4、强调文明执法与提高管理水平。 

针对目前一些临时礼拜点存在的明显隐患，需由职能部门(诸如民宗办、街道综合治理办、社区民警等)出面来落实解决相

关的问题。对那些从建筑安全上来说危险系数特别大的场所，还需上门去做说服工作，为取得较好的理想效果，必要时也可敦

请上海市伊斯兰教协会的人员出面配合劝说。同时，必须抓好对各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的教育，防止伤害穆斯林宗教感情的

事情发生。从近年来看，此类问题招致的社会冲突在上海及周边地区或长三角地区时有发生，如果加强教育和端正工作作风，

还是可以收到良好效果的。 

综上所述，外来流动穆斯林在精神生活上的渴求需要，与他们履践宗教的实际情况，及伊斯兰教在都市所呈现出流变的发

展态势，传统“围寺而居”的清真寺文化的消融，与穆斯林居住模式在城市化和城市改造进程中受到的冲击和由此衍生的变迁，

包括所有这些因素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影响程度等，都是我们必须加以重点体认或感知的内容。通过调研，我们不难看

到，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和城市改造的进程中，伊斯兰教是如何不断调适与社会的关系并重新定位，又是怎样在社会转

型期间继续得到发展的各种现象。 

故此，有必要洞彻处于全球化背景下的清真寺文化发展轨迹，其中就离不开对现实生活中外来穆斯林流动社群的关注，包

括对不同的穆斯林群体作深入细致的调查，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心态、人际关系、宗教活动、子女教育、劳动保障等诸多内

容，我们此次的调查着眼点主要是有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有利于社会稳定等方面的考量。具体就是针对本文所涉及的社会现

象，关注可能存在的与此社会现象相关的城市发展隐患问题等，并希冀能充分兼顾外来流动穆斯林群体在宗教上的需求和特点，

让诸如临时礼拜点这类问题能得到妥善的处置，这将会对当前和谐社会的构建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至于探讨伊斯兰教在慰藉

都市穆斯林心灵方面所具有的特殊功能，寻找社会转型时期有助于减持穆斯林生活压力的心理平衡标尺，努力使整个社会达到

和谐并获得健康有序的全面发展等，将是我们今后进一步深入开展研究与思考的重要选项。 

(责任编辑：陈炜祺潇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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